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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西元 802 年），宗密二十二歲，李翱（西元 774 年―836

年）完成了他一生思想的代表作──《復性書》，發揮其儒家心性論的學說。元和

十四年（西元 819年）正月，韓愈（西元 768年―824年）上《諫迎佛骨表》引起

朝野極大風潮，幾乎獲罪而死，宗密時年約四十歲。此兩件大事雖然相隔將近二

十年，然而李翱與韓愈皆為中唐時期主張復興儒學的先驅人物，對於世出世

間的學問有著敏銳觸角的宗密而言不會不無所感，可能為日後寫作《華嚴原人

論》（簡稱《原人論》），對儒釋道三家從批判到會通的論述立下基礎。 

宗密（西元 780 年―841 年）所撰《原人論》除自序之外，另有裴休的序

言，作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可知應該是宗密晚年思想圓融成熟的

作品。本文從中國哲學史的發展線索，探討宗密批判會通儒道二家的理論問題。

宗密批判儒道時，直接涉及了與此二者本體論與宇宙論的爭議，也與儒道二家之

「終極關懷」密切相關。但是，他所批評的儒道思想是否只是世俗化和官學化的

儒道思想？這是學術上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認為，原始儒道二家在由「終

極關懷」所展開之「實存主體」、「生死解脫」及「終極存在」的追求，各自有其

充分自足的理據，也因此而隱含了《原人論》中儒道釋三教會通的根本難題。 

關鍵詞：宗密、《華嚴原人論》（簡稱《原人論》）、原始儒家、原始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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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圭峰宗密大師為華嚴宗五祖，少學儒道，繼而學法禪門，再歸依華嚴，其智

識廣博，思辯敏銳，且善於從批判進而融合諸家之長，其所作《華嚴原人論》

（簡稱《原人論》）正是顯露出其思想的廣大包容。 

歷來對《原人論》的討論較少關注宗密對儒道思想的批評上，尤其是他

所批評的儒道二家是否為原始的儒道思想，更少有人去探討。本文根據中國

哲學史的發展線索，探討宗密批判儒道，進而企圖會通儒釋道三家的理論問題。

在內因方面，從宗密生平修學可知，基本上他是出自於對人之「終極關懷」，為

了安身立命，出入儒釋道三家思想，最後皈依釋家；而在外緣方面，則是對當時

儒釋道三家思想發展的一種檢視和轉化（說是『反動』也未嘗不可）。宗密批判

儒道時，直接涉及了與此二者本體論與宇宙論的爭議，也與儒道二家之「終極關

懷」密切相關。但是，他所批評的儒道思想是否只是世俗化和官學化甚至參雜了

宗教色彩（道教）的儒道思想？這是學術上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即是從原

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思想來檢視宗密對此二家的批評。本文以為，原始儒道二家1

在由「終極關懷」所展開之「實存主體」、「生死解脫」及「終極存在」的追求，

各自有其充分自足的理據，也因此隱含了《原人論》中三教會通的根本難題。 

二、 宗密時代之政治文化與思想學術概觀 

（一） 宗密自述其由儒入佛之因緣 

宗密於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 780 年）出生在果州西充縣（今四川省西充

縣），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去世，世壽六十二歲2。俗姓何，名炯，世

代豪門，與當時普通讀書人一樣，以參加科舉考試為入仕之途，實現經世濟民的

理想。故在七歲至十八歲前的十年之間，研讀儒家經典，旁及道家之說。宗密

「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3。然而「自韶年洎

 
1  依照當代中國哲學家如方東美、牟宗三、勞思光、羅光、王邦雄等人的看法，此處所謂的原始

儒道二家，主要是指先秦時代的儒道二家而言。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主要經典

有《尚書》、《易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荀子》等；原始道家則指的是老子

和莊子，而《老子（道德經）》與《莊子（南華真經）》則是吾人依之探討的經典。參見：方東

美，2005；牟宗三，2005；勞思光，2005；羅光，1982；王邦雄等，1995。 
2  有關宗密的生平與著作的詳細考證，請參考：冉雲華，2015；徐湘靈則以生動活潑的小說筆法

敘述有關宗密的生平事蹟，見：徐湘靈，2019。 
3 《宋高僧傳•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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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冠，雖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4裴休在《圭峰禪師碑銘并序》中亦說「大師

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5，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中曾記其少年

時代修習儒學的歷程：「實而言之，即七歲乃至十六、七為儒學，十八、九、二

十一、二之間，素服莊居，聽習經論，二十三又卻全功，專於儒學，乃至二十五

歲，過禪門方出家矣。」6宗密對於儒學之教，深感不足，故十八歲時，停止學習

儒學，旁求佛典，但未遇善知識的指點，所得有限。經過了四、五年的徘徊，宗

密於二十三歲時，又重新專於儒學，並至另一所著名的學院繼續讀書，做為即將

趕赴科舉考試的準備。 

然而當時的教育制度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面對科舉考試的壓力，使得宗

密更加深對儒學的厭倦，最終由於因緣的偶合走入佛家。宗密曾經向澄觀7自述其

由儒入佛的的心路歷程，說其： 

本巴江一賤士，志好道而不好藝，縱遊藝而必欲根乎道。自齠年洎弱冠，

雖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而復傍求釋宗，薄似有寄。決知業緣之報，如

影響應乎形聲，遂止葷茹，考經論，親禅德，狎名僧。莊居屢置法筵，素

服濫嘗覆講，但以學虧極教，悟匪圓宗，不造心源，惑情宛在。後遇遂州

大雲寺圓和尚法門，即荷澤之裔也。言下相契師資道合，一心皎如萬德斯

備。既知世業事藝本不相關，方始落髮披缁服勤敬事。習氣損之又損，覺

智百煉百精。然于身心因果，猶懷漠漠，色空之理，未即于心。8 

由上可知，宗密出生在一個富豪家庭，幼小便勤讀儒書，為了求取世間的功名，

就必須經過國家層層的考試。但是他懷有悲天憫人的救世精神，不甘只作尋常書

吏，縱使為了科舉考試而日夜攻讀詩書，但總是覺得茫然無歸。而且宗密的本願

是在「道」而非「藝」，亦即是志在追求知識和宇宙人生的真理，這是他年輕時

期就已經立下的「終極關懷」。後來宗密決定棄儒從佛，此時感覺似有所寄，並

止葷茹素，親近禪門的高僧大德，在自家莊園，設置法筵，禮請高僧說法，並以

俗家身份擔任覆講的任務，這是宗密由儒入佛的因緣，直到二十五歲出家（一說

是二十七歲或二十八歲）9，正式皈依佛門為止。 

 
4 《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 
5 裴休，〈圭峰禪師碑銘并序〉。 
6 轉引自釋天演，1998，頁 2。 
7 清涼澄觀，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 年），唐文宗開成三年（838 年）三月圓寂，享年一百

零二歲。後世尊為華嚴宗四祖。 
8 《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 
9 參見釋天演所整理的資料，釋天演，199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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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宗密出家皈依佛門之前的歷史，有兩點值得注意的事項，而且跟他出家

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第一，宗密原本是攻讀儒書以參加科舉考試，進而希望取得

功名，能夠造福人群社會，這是他說「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的意

思。第二，他本身則是一個尋根問底，而且是追求終極答案的性格，誠如他所說

「志好道而不好藝，縱遊藝而必欲根乎道。自齠年洎弱冠，雖則詩書是業，每覺

無歸。」因此，我們要問的是：當時唐代的科舉制度是怎樣實施的？要考些甚麼

科目？考試的標準教材是甚麼？是不是他當時所研讀的教材不能夠滿足他追求人

生問題解答的需要？從更高的層次來說，中國哲學從先秦經過兩漢魏晉南北朝到

隋唐時代一千多年的發展，他所讀的儒學經典（以及對經典義理的詮釋）是不是

在當時已經走入了思想的黃昏，已經失去其原始的面貌，無法給予知識與人生問

題的終極解答？而宗密他所關心的問題又是甚麼？ 

（二） 唐代之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中國自隋唐到清朝末年一千三百多年以來的一項重要政治制

度，也是一種文化和社會制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催生

了不論士族門第，而憑國家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開皇七年（587 年），

隋文帝廢除了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實行國家考試以選拔人才，奠定科

舉制度的基礎。科舉制度在唐朝發展成型，直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

被廢除，持續了一千三百多年。 

國學生是參加科舉的重要力量，因為他們在各級官學學習，考試合格後被送

至尚書省參加科舉，因此被稱為「生徒」；自學成才繼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舉，

經考試合格後被送入京參加科舉者，謂之「鄉貢」，「生徒」和「鄉貢」這二種人

是科舉考生的主要來源。 

唐代的科舉分「常舉」、「制舉」兩種。所謂「常舉」是指每年分科舉行的科

舉；「制舉」是指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的科舉。在考試內容、考生來源、考試方

法上常舉和制舉有很大區別，而常舉以其長期性、固定性的優點成為了科舉中最

重要的部分。常舉的主要類型包含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

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其中最受人重視的是「明經」和「進士」二

科。明經科主要考儒、道經義，唐朝將經書分為正經和雜經，其中正經共九部，

根據重要程度和難易程度，又分為大、中、小三個等級，其中《禮記》、《左氏春

秋》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

秋》、《穀梁春秋》為小經。除了必考的九部正經之外，偶爾還會加試《孝經》、

《論語》、《老子》等其他雜經。唐朝的明經科又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

經等級別，例如通二經者，必須是大經、小經各一部或中經兩部；通三經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6%96%87%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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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經各一部；通五經者，大經、小經皆須通。具體考哪一種，則由考生

自己決定，由於考試相對寬鬆，因此錄取人數最多。進士科考試內容主要有三部

分，一是「帖經」，有點類似于現代的默寫、填空題，主要考察對經書的熟悉程

度；二是「雜文」，類似于作文題，主要考察詩、賦等題材的寫作水準；三是

「策問」，通常為時務策五道，考察對國家政策的瞭解和時政事務的對策。進士

科中除試策非常重要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詩賦。由於明經注重的是死記

硬背，考試的內容相對容易一些，而進士科最關鍵的是則是難度較大的詩賦，社

會上也更重視考取進士科的學子。能考取進士者一般都是有真才實學的才子，許

多人窮其一生精力，也不能得中。所以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

法（出自《全唐詩》八七六卷：「明經進士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言其艱難也。」）10 

起初的科舉考試並沒有甚麼標準讀物，考生可能是依據當時通行的儒道經典

研讀準備，至於對經典意義的註解詮釋可能因為各家立場不同而有分岐。追溯中

國經學的發展歷史可知，經學自鄭玄（東漢順帝永建二年―東漢獻帝建安五年，

即西元 127年―200年。）注釋群經，折衷異同之後，原本講究之「博士家法」遂

被世人逐漸廢棄。中間經過長期戰亂，經學由於各種偽證、虛說、曲說、或如王

弼（曹魏文帝黃初六年―曹魏少帝正始十年，西元 226 年—249 年）以老莊注易

等，混入經學，遂有種種奇談怪論，經學日漸失其本來面目。「自後南北對峙，

學風互異。北人守舊，猶重樸學，理晚漢之墜續。南人趨新，多尚清談，有兩晉

之遺風。」11儒學日漸失去其本來面目，進而分為南北兩派經學，互為對峙，學

風各異12。及至隋代，北宗漸亡，南宗獨盛。 

隋唐時代為了統一的政權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之需要，亟需整頓混亂的

經學，並由朝廷出面撰修、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至唐太宗李世民，天下日漸安

定，文治武功日益強盛。唐太宗有鑑於前代衰亡的前例，特別講求治道，尤重儒

學。貞觀四年（630 年）命前中書侍郎顏師古（隋文帝開皇元年―唐太宗貞觀十

九年，西元 581―645 年）考定五經，頒行全國，作為天下學子共同研讀的標準

本。後命國子監祭酒孔穎達（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西元

574―648 年）率諸多儒生編撰五經正義，於唐高宗永徽四年（西元 653 年）頒行

天下並交付國學使用，國家考試亦以此為標準13。從此自唐至宋，明經取士，都

是遵照此本，期間雖然有所增益（例如《十三經注疏》），但是基本上沒有重大變

 
10 有關唐代科舉制度的說明，主要參見《唐六典》、《新唐書•選舉志》。 
11 錢穆（上），1931，頁 173。 
12 錢穆（上），1931：頁 173。 
13 見駢宇騫譯注，2011：頁 481；錢穆（上），1931：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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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然而，士子們苦讀此本其目的在於通過科舉考試，謀求仕宦晉身而已，鮮有

能夠真正深入其中義理，更不能預期學術思想之流變矣14。 

我們有理由相信，宗密在年輕時候為了參加科舉考試而埋頭苦讀的儒學經典

應該就是孔穎達的《五經正義》，這是國家考試的標準教科書，而且自唐高宗永

徽四年（西元 653 年）頒行天下，遲至宗密出生之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 780

年）經過了一百三、四十年之久。再者，唐代除了佛教思想之外，在儒道哲學方

面並沒有明確的哲學思想或理論出現，僅有零星的言論，即使如韓愈、李翱等

人，其言論大概只在呼籲重新振興儒學，並未能開出如之後的宋明諸大儒般的哲

學系統，開創了宋明理學與心學的所謂「新儒學」的境界。因此，隋唐時代並沒

有真正足以與佛教思想相抗衡的儒道思想家，宗密無以親近當代大儒也是可想而

知了。 

（三） 李翱與韓愈 

宗密在寫作《原人論》之前，中國學術界已經出現了日後成為宋明理學的先

鋒人物及他們的著作―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唐穆宗長慶四年，西元 768 年

―824 年）與李翱（唐代宗大曆七年―唐文宗開成元年，西元 774 年―836 年）。 

自東漢魏晉以來，由於佛教的傳入，以及道教的創立傳播，在文化思想的領

域上，逐漸形成儒、釋、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不過唐代的道家已經不是原始的道

家老莊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一般把道家的發展階段分為先秦時代的老莊道家 

（原始道家）、秦漢之際的黃老道家（依託黃帝與老子，主要是在實際治術方

面）、以及魏晉玄學道家（倡言《易經》、《老子》和《莊子》，號稱「三玄」）。魏

晉以後，道家實際上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不復存在，道家被道教取而代之。人

們所說的道家，除了明確指出是先秦或魏晉道家以外，多指的是道教。 

原始儒學的發展到了秦漢之後發生了變化。勞思光指出：漢儒的理論乃是雜

取了陰陽五行，是一個「宇宙論中心的哲學」，以「天」為一切存在、關係與價

值的根源，與先秦孔孟之「心性論中心的哲學」有著極為顯著的差異。以宇宙論

的觀念為基礎而建立的任何價值理論，不僅是背離了原始孔孟的心性論思想，也

因其最終無法成立，而引發後世儒者為之抗拒改造的要求15。從哲學方面來說，

隋唐時代之佛教哲學其所擅場之處正是在其與孔孟不同之「心性論的哲學」所開

 
14 見錢穆（上），1931：頁 176。這並不是說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毫無價值，研究中國經學史的

學者認為孔穎達等人所表達的以民為本與士大夫的主體意識乃《五經正義》最為鮮明的時代內

涵，其中所流露出的儒學實踐性品格也有別於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參見：鄭偉，2022。外國學

者的觀點可參見：野間文史著，金培懿譯，2005。 
15 勞思光，2005，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三卷，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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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來之價值理論，因此唐末之中國學者如韓愈、李翱等人，乃以崇儒拒佛的立

場，他們吸取傳統儒家的心性理論，構建出具有時代特點的獨特的人性理論，自

覺地做出了脫離漢儒，回歸孔孟原始儒學的初步嘗試16。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 803 年），監察御史韓愈因揭穿權貴隱瞞災情而得罪

當道，被貶至連州。貞元二十一年（西元 805 年），德宗死後，韓愈遇赦而被任命

為江陵法曹參軍，於是韓愈寫了一封自薦書給當時的兵部侍郎李巽17，希望獲得

重用，以施展抱負。在這封書信中，韓愈提到「舊文一卷，扶樹教道」，其中就

是他為了重新恢復儒家性命之學的「五原」作品―《原道》、《原性》、《原毁》、

《原人》和《原鬼》，尤以《原性》和《原道》最為重要。至於這「五原」作品

究竟是在何時完成，則是眾說紛紜，較新的說法是應該是在貞元十九年（西元

803）貶陽山的第二年，即貞元二十年（西元 804 年），開始撰稿，至貞元二十一

年（西元 805 年，也即永貞元年）在郴州候命的三個多月期間完成的18。 

其中《原性》一文對唐朝以前各家人性論作了總結，認為孟子、荀子、揚雄

三家的人性論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繼承並發揮了董仲舒的人性論思想。第一

次明確提出「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

焉者，惡焉而已矣。」他認為人性的具體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品質，它們

在性之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餘四者；中品之性裡仁

的成份多少不同，其餘四者混雜不純；下品之性反於仁而違背其餘者。同時還認

為人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情，與性相對應，亦有三品：上品之

情，是七情「動而處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動「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

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動「亡與甚直情而行」。認為性「與生俱生」，即先天

就有的，並認為它們是人類普遍的本性；情是「接與物而生」，即後天才有的；

他既反對任情縱欲，也反對佛教的滅情見性主張，在當時具有積極的意義19。 

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自言其「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

存」20，其生平除其文學成就之外，尚且是一位以積極承接儒家傳統，反對佛教

崇拜為己任的儒者。元和十四年（819 年）唐憲宗派人到鳳翔法門寺，將佛陀的

 
16 勞思光，2005，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三卷，頁 3。 
17 《上兵部李侍郎書》，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4%B8%8A%E5%85%B5%E9%83

%A8%E6%9D%8E%E4%BE%8D%E9%83%8E%E6%9B%B8，2025/1/15 瀏覽。 
18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414/13/26561818_745564457.shtml，2025/1/16 瀏覽。 
19  〈原性〉《全唐文卷五五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8E%9F%E6%80%A7_(%E9%9

F%93%E6%84%88) 

2025/02/13 瀏覽。 
20 〈答李翊書〉，《昌黎先生集‧卷十六》，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7%AD%94%E6%

9D%8E%E7%BF%8A%E6%9B%B8，2025/1/10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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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骨迎至宮中，供奉三日，長安百官民眾，傾城而出。韓愈時任刑部侍郎，為了

維護「先王之道」，竭力反對事佛，寫《論佛骨表》21呈上，進諫憲宗。結果觸犯

憲宗忌諱，將處以極刑，幸得裴度、崔羣等一班大臣說情相救，才被貶為潮州刺

史保存性命。《資治通鑑》記云：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

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郞韓愈上表切諫，…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

於忠懇，宜寬以開言路。」……貶愈爲潮州刺史。22 

在《論佛骨表》中，韓愈列舉史實認為「佛不足事」。他主張佛法原為「夷

狄」之一法，東漢時才傳入中國。在此以前的中國歷代帝王在位時間長，年壽

高，顯然「非因事佛而致然也」。自東漢明帝時始傳入佛法，但此後「亂亡相

繼，運祚不長」，甚至「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今迎佛骨，會導引百姓事佛，以

致「傷風敗俗，傳笑四方」。他還把佛骨稱做「朽穢之物」，要求朝廷把它「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同時指責「群臣不言其非，御史

不舉其失」，自己甘受殃咎，亦不怨悔。 

錢穆先生在評論韓愈時有言： 

其排釋老而返之儒，倡言師道，確立道統，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嘗試論

之，唐之學者，治詩賦取進士第，得高官，卑者漁獵富貴，上者建樹功

名，是謂入世之士。其遯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溺虛無，歸依釋

老，則為出世之士……獨昌黎韓愈氏，進不願為富貴功名，退不願為神仙

虛無，而倡言乎古之道……此皆宋學精神也，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

乎其所入矣。23 

李翱是另一位在中晚唐時期與韓愈共同企圖恢復儒學，排斥佛老的著名人

物。李翱（唐代宗大曆七年―唐文宗開成元年，西元 774 年―836 年），是韓愈的

高足弟子，也是韓愈的侄女婿，受韓愈的影響很深，後世多以「韓、李」並稱二

人。他在儒學方面最大的貢獻，便是試圖重建儒家學說的心性理論。從時代背景

與交往情形來看，李翱或多或少受到了儒、佛、道各方思想的影響。但他仍以儒

 
21 〈論佛骨表〉，收於《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8%AB%96

%E4%BD%9B%E9%AA%A8%E8%A1%A8，2025/1/10 瀏覽。 
22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元和十四年》條。 
23 錢穆，1997，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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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為自己學問的主軸，並將振興儒學一事，視為己任。德宗貞元十八年

（802）時，李翱完成了足以堪稱其思想的代表之作―《復性書》24。全文分成三

個部份，上篇總論「性情」及聖人的關係，中篇談修養成聖的方法路徑，下篇勉

勵世人應努力進行修養。他以《周易》、《中庸》、《大學》、《孟子》為立論之根

據，提出了「性善情惡」與「去情復性」的說法，並舉「開誠明，致中和」為終

極意義。而人之所以無法成為聖人，是因為被後天的情欲所干擾、浸染、扭曲，

甚至破壞，使先天即具備的善性，無法得到擴充並蓬勃地發展。為了恢復我們先

天純潔的善良本性，勢必得先去除情欲，故稱「去情復性」。從「去情復性」作

為旨歸，以「弗慮弗思」、「齋戒其心」、「寂然不動」、「誠明」等步驟為達到復性

的方法，以「虛明變化」、「感而遂通天下」、「與天地參」為用。李翱的心性論，

無非是將其原始的心性學說，自簡樸的道德實踐層面，拉升至本體論的層次。他

的人性論思想既是唐代反佛、道運動在文化思想領域的產物，有其深刻的思想淵

源；又是儒家人性論思想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李翱繼承和發展了孟子的性善

論，提取和發揮佛、道心性論的思想，提出了「性善情惡」和「滅情復性」的說

法。對後來北宋，甚至到南宋的理學，都有很大的影響。歐陽修在《讀李翱文》

中曾經推崇說：「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性其

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25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自始即遭受到儒道二教的排斥與論難，佛教的生存，經

常受到來自儒道二教的威脅，特別是在宗密的時代，佛教已即將面臨唐武宗的

「會昌法難」26，失去政治權力的保護，加上當時佛教界的內部，對立與混亂的

局面也日益嚴重，所以他完成了思想體系完全一致的兩部著作，那便是《原人

論》及《禪源諸詮集都序》。尤其是《原人論》，目的是要將佛教適應儒道二教的

中國文化環境，並且企圖提昇儒道二教。 

三、 《原人論》之內容 

據考證，宗密之《原人論》撰於唐文宗太和五年（西元 831 年），宗密 52

歲。宗密於是年上書皇帝，請求歸山退隱。在歸山之前可能回鄉掃墓，與雙親訣

 
24  李翱，《復性書》，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5%BE%A9%E6%80%A7%E6%9B%

B8，2025/1/10 瀏覽。 
25  歐陽修《讀李翱文》，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8%AE%80%E6%9D%8E%E7%B

F%B1%E6%96%87，2025/1/15 瀏覽。 
26 會昌（840 年-846 年）是唐武宗在位的年號，他推行一系列的「毀佛」（滅佛）政策，除了保留

的極少數之外，其餘佛教寺院財產被剝奪，僧尼還俗，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教宗派因也由極

盛而走向衰微。以會昌五年（845 年）七月頒布的敕令為高峰，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國受到嚴重

打擊，而會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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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並寫下《盂蘭盆經疏》二卷，比較儒家孝道與佛家孝道的異同。之後退居終

南山，寫下一批晚年時期的著作，包括《原人論》、《禪源諸詮集》（全書約一百

卷，已佚，僅存總序《禪源諸詮集都序》，簡稱《都序》至今。為禪宗重要史料

之一，也開創禪教合一的理論。）27 

《原人論》之「原」字在此處，是探索、窮究、考察的意思，「原人」則意

謂探究宇宙人生之根本。宗密出入儒釋道三家，深入義海，撰著不輟，希望教

內外正確而全盤地彼此認識各自的主張，不因誤解而互相詆毀。對佛教而言，

他不僅主張佛教是整體的，也主張外教是可以會通佛教的。所撰《原人論》除

自序之外，另有裴休的序言，作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應該是宗密

晚年思想圓融成熟的作品28。此論依《華嚴》的宗旨，推究人的本源。首先點破

儒道二教的妄執（第一、「斥迷執」），繼而評析佛教的人天善法、小乘法、大乘

的法相宗、中觀學派之不足（第二、「斥偏淺」），最後攝歸於直顯一乘的佛性如

來藏，以此為人類的終極理想（第三、「直顯真原」）。宗密雖然以判教方式對儒

道暨佛教四個派別有所批評，但又以「會通」的方式給予包容，希冀達到三教圓

融的境地（第四、「會通本末」）。由於宗密修學諸家教義時，不是簡單的棄舊

從新，而是經過淬煉再綜合創新，因此《原人論》會通三教的思想，對日後

宋明理學的形成和儒學之哲學化有相當大的啟發作用。  

宗密自述其撰著《原人論》的目的有云：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三

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

自知所從來，曷能知他世所趣乎？曷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

年中學無常師，博攷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  

然今習儒道者，秖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

一氣，剖為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為

本。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

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為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也。  

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

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

 
27  參見：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D%E5%B3%B0%E5%AE%97%E5%AF%86/32228

09，2025/1/7 瀏覽。 
28  此論的卷首，除自序外，有裴休序，作於唐武宗會昌元年 (841)。註疏有宗密的自注及宋

淨源的《華嚴原人論發微錄》三卷，元圓覺的《華嚴原人論解》三卷，明楊嘉祚刪合的

《華嚴原人論合解》二卷等，現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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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

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  

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

源。余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

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之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末即天地人

物）文有四篇，名原人也。 

宗密使用了《老子》與《易經》的思想，從「歸根」、「三才」來說明萬物皆有本

源，何況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然後，依《老子》言之「知人者智，自知者

明」，作為窮究人類本源的根本動力。吾人既然已經得此人身，作為萬物之靈，

豈能不進而推求人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又如何能夠不去理解知道古今人事的

變遷？為了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在數十年間遍訪眾位知識大德，而且廣博地

研究包括佛教經論在內的其他思想論著，如此不斷求索而得知曉人的本原。 

其次，宗密認為儒道兩家近則只知祖父至自已的傳體相續，遠則歸於「混沌

一氣」的解釋，認為萬物與人都是元氣化生；至於一般修學佛法的人士，只說近

的源頭是由於前生造業，今生隨業受報，而得此人身；遠的源頭，則推究此業的

發生，是從煩惱的惑，輾轉乃至以阿賴耶識為身的根本源頭。他們但說「前生造

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的不了義的粗淺名相，遠則是由惑造業的輾轉與阿賴

耶識為身之根本，認為已窮盡人之本源，實際上是並未徹底通透了知，都未能知

道人的根源。其三，然而宗密並不否定這三家也有其道理，三家可以會通而利益

眾生。孔子、老子、釋迦，皆是至極的聖人，只是為了因應各種不同時代環境和

各人的根器，而做出因時制宜、因人制宜的教化設施，所謂「隨時應物，設教

殊塗。」或內或外、相輔相成，都是為了利益眾生，策勵修行一切善行，明瞭善

惡因果，知道人之本源始終，以之推敲探究宇宙萬象，以明萬物生起的根本和枝

末。他指出：「孔老釋迦，皆是至聖，內外相資，共利群庶。」對於儒道及習佛

不了義者，可以「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對於習佛了義者，可以「推究萬

法，彰生起本末。」因此，宗密先在序言之中就先做出了結論：「雖皆聖意而有

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

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儒家及道家，僅

是權巧之說，釋家則兼權兼實。若就策勵萬行、懲惡勸善而同歸於治世之道

而言，則儒道釋三教皆可遵行，若為推究萬法、窮理盡性、以至於最根本源

頭者，那就唯有佛教才能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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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人論》中對儒道二家思想之批評與吾人的回應 

《原人論》第一篇〈斥迷執〉專對儒道兩家作批評。其言曰： 

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

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

命。故死後卻歸天地，復其虛無。 

宗密批評曰： 

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兇禍福之基。

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兇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

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紂，夭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又言萬物皆是自

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

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藉丹藥，太平不藉賢良，仁義

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軌則乎？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歘生

之神未曾習慮，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若言歘有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

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歘

有，死是氣散而歘無，則誰為鬼神乎？……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

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刺亂政，書贊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

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宗密在此處似乎將大道之宇宙生成論與大道之價值論混為一談。「大道」從

儒家思想來說，亦可以說是「天」或「天道」。「天」有其自然義，如《荀子‧天

論篇》中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

凶。」天下之治亂則與天地時空無關，如荀子繼言道「治亂，天邪？曰：日月星

辰瑞厤，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

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

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

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這樣

的「天」有類於宇宙自然的運行，不因草木鳥獸堯舜桀紂而有所偏愛或變動。 

「大道」之宇宙生成之義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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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鼓應在其《老子譯注及評介》一書中，將道的基本特點歸結為：一、道是物的

自然法則。二、道永遠存在，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是無限的。三、道是萬物的本

質。四、作為本質來說，道是世界的物質基礎「氣」及其變化的自然法則的統

一。五、道是物質世界中不可破滅的必然性，萬物都從屬於道的法則。六、道的

基本法則是：萬物與一切現象，處於經常的運動與變化中，在變化的過程中，萬

物與一切現象都轉化為自身的對立物。七、萬物與一切現象，都處於相互聯繫的

狀態中，這種聯繫通過統一的道而完成。八、道是我們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但

在邏輯思維中，它是可以認識的。由是觀之，道在天地生成以前就存在於浩瀚的

宇宙中，當天地生成以後，道就在萬事萬物中發揮著自身的作用，貫穿萬物的生

成、生長、發展、消亡的始終，作為一種自然規律客觀地存在著29。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傳‧繫辭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

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易傳‧乾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傳‧坤文言）天地是一切價值美善的根源，「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儒家

的美善則是在於道德人格的完成，此正如孟子所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

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孟子‧盡心下） 

始儒家基本上都是性善論者，即便是一般認為主張「性惡」的荀子，其實本

身也是一位主張性善的儒者。荀子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

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

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

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

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篇）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性而起

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

也。」（荀子‧性惡篇） 

 
29 陳鼓應，19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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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

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

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

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篇） 

《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這個「性」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世人與

其他萬物各個區別的本質，這個本質不會因為堯舜桀紂顏冉夷齊而有所差別。人

性由天道而來，天理內在人的心性中，古人今人心同理同，人類的本性就是

「善」，都有為善的潛能，所以荀子所主張之師法禮義教化才有實現的可能性。

當然，這也意味著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論語‧述而篇），又說「為仁由己」（論語‧顏淵篇）。孟子一書中也提

到「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禁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在討論討伐

桀紂是否為「弒君」的問題時，孟子直接了當地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

下）所有這些及其他經典中的言論不勝枚舉，都是主張自己要承擔起是否為堯舜

桀紂的道德責任，委諸他人或是所謂「天命」，都是不負責任的。對儒家而言，

太平必藉賢良，五德六藝需藉教習，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以及生死鬼神之

事，儒家皆有深入闡發，宗密似乎未見及此30。 

宗密認為世人推循其祖先只知近則父祖，往上追溯代代相傳而有此身，並不

能夠真正了知人之本原。然對儒家而言，其中正有極深的意思存在。論語中記

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

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篇）孟子則進一步提出「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從人倫關係

和人倫次序來說，「孝」一般是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孝敬，指的是上下兩代人的縱

向人倫關係，「悌」（同「弟」）指的則是兄弟姐妹間的橫向人倫關係，「孝弟」無

疑是中國人倫關係的重要結構。依儒家的看法，雖然「孝弟」並舉，但其實講

「孝」就包含了「弟」在內。《孝經》是儒家十三經中篇幅最短者，但依然

為一本獨立的經書。《孝經》之所以稱經，實為教化以感化人心，其作百行

之本，強調德行之實踐，可作人生活行為的準則。人人皆當行孝，故「自天

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經‧庶人章》）可

見儒家對孝道的重視程度，視之為神聖的經典。《孝經》深受歷代君主推

崇，大率倡言以「孝」治天下。《孝經》肯定了「孝」是上天所訂的規範，

 
30 錢穆，1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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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孝是一個人品性的根本，國君可以用孝道治國，臣民可以用孝安身立

家。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中庸》記載「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再者，世人行「孝」，可以感通天地鬼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

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

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以上

所引皆《孝經》經文） 

宗密曾云：「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

矣。應孝子之懇誠、救二親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唯盂蘭盆之教焉。……累劫

報親恩，積因成正覺。」31講求「孝」就可以推知人之本原，由今世上溯至無窮

之前世，下推及無盡之來世，否則「孝」字成為戲論，亦無有著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

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即是「三不朽」，是中國人文思想領域的一個價值命題，對於

中國人的思想和人生追求有著重要的影響。因緣果報之說，雖原始儒家未得而

聞，即便知曉恐亦認為杳冥難解，反不如以三不朽結合孝道的精義，則是成就了

中國儒家思想以「三世傳承」來取代「三世兩重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

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31 宗密，《佛說盂蘭盆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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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斥責道家老莊之教，錢穆先生不以為然，認為宗密所說只是「屬於常識

範圍」32。作者以為老莊（尤其是老子）的「道」，具有本體論和宇宙論的意義。

從本體論來說，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又說「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莊子

亦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

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依

此，「道」乃是最高也是最根本的存有，「道」乃是一客觀實有的「超經驗」與

「超自然」的形上實體。 

其次，「道」在宇宙論上的意義，則如老子所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道德經‧第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五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

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德經‧第四章），

又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衣養萬物而不為

主……。」（道德經‧第三十四章）。「道」根本是自存自生、自本自根、自然而

然與無待於外的。也正因如此，所以「道」才能具有無限的動能與作用，來生成

天地萬物。「道」的自身與內容雖是沖虛的，但其作用卻是無窮無盡的；它雖淵

深幽微，但卻能不斷地化生萬物，而宛若是天地萬物的宗主與始祖。因此「道」

衣養天地萬物，乃是世上一切存在與活動的最高依據、原理、規範或動力。它是

真實且客觀的存有，是獨立自存的。綜合一般學者和哲學史家的看法，包含了將

「道」視為客觀實有的形上「原理」、「根據」、「法則」、「根源」、「動力」、「精

神」與「規範」等在內；也包含了用「存有」與「價值」的本源，「應然」與

「實然」的根據，來說「道」的義涵在內33。 

老莊哲學是針對人生立論的，「道」既然是「價值」的本源與「應然」的根

據，吾人就應該體道而行，致虛守靜，歸根復命，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

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道德經‧第十六章）所有的禍亂凶惡愚眛都出於「不知

常」的緣故！人生應該擺脫夸奢慕外、跌宕馳放、機巧識辨、與偏執固取之心、

 
32 錢穆，1976：6。 
33 參看：陳立驤，2007；陳鼓應，198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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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心知與欲望的負累，與道合一，達到消遙無待的至人、神人、真人的境界。

莊子還提出「心齋」的修養功夫。他借孔子之口告誡顏回道：「若壹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

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為使心靈得到自

由，進而領悟物我一體、天人合一的道理，達到忘我的境界，莊子提出了「坐

忘」的修為工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莊

子．大宗師）事實上，莊子書中對於人心的種種迷失與誤用，比起老子的《道德

經》有著更多的觀察和對治。 

先秦原始儒家除了講「道」之外，最常說的就是「天」。不過孔子甚少談論

這方面的問題。《論語‧公冶長》中記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為孔門四科十哲34之一，而有此說

法，可見「性」與「天道」還有與之相關的課題如鬼神和宗教等，可能不是孔子

平日教導學生的重點，只因為這類課題極為深奧悠遠，不是一般弟子或當時人所

能理解，但是從孔子對易經的深度探索來說35，不可說孔子不了解其中的義理。

但是「天」這個觀念也有豐富且多樣的內涵。馮友蘭曾經指出36，在中國文字

中，「天」有五重含義，即物質之天（與地相對）、主宰之天（類似有意志的人格

神）、運命之天（人生中無可奈何者）、自然之天（如《荀子‧天論篇》所說之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和義理之天（如中庸所說「天命之謂

性」）。「天」也是價值的根源，例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詩經‧大雅‧烝民）而且，既然是「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那麼就是說

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以至人類萬物各有各的「理」，也就是本質，豈能相混？所以

石本來就不應該生草，草不應該生人，人不應該生畜，這豈不就是當然之理？且

人之初生，方其在嬰孩襁褓之中，誰能預知誰為堯舜桀紂顏冉夷齊，這豈非是後

天師法禮義教化與個人的心志行為所決定？與「天」何干？如果說「天」已然早

就預知其事，則不啻落入宿命論中，人在道德上之主觀能動性豈非空談？ 

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出發點是從人的生命進入，只是彼此對生命的看法有所不

同。道家是從自然生命的情慾和心知的有限出發老子說：「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道德經‧第十三章）「有

 
34 孔門四科十哲的說法來自孔子自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35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

記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而且孔子與「易傳」（或稱「十翼」）的關係十分密切，亦有稱孔子作

「易傳」以解釋易經（《隋書•經籍志》說：……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

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 
36 馮友蘭，1961：52。另參見，韋政通，1993：85-89；勞思光，2005：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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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大患實在是植根在自然生命的情慾，由此乃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道德

經‧第十二章）。其次，心知的負累也是令人疲倦，「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養生主）莊子在內篇

《人間世》中，提出「心齋」的修養功夫。為使心靈得到自由，進而領悟物我一

體、天人合一的道理，達到忘我的境界，在《大宗師》裡，稱這樣的修為工夫為

「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至於佛教也

是從生命的負面進入。佛教之「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法」等基本

教義，宣說苦空無常無我，亦說世人恆在無明業識中流轉。佛教從釋迦牟尼佛目

睹人生之生老病死苦出發，即走上「斷舍離」的道路，產生了解脫出世的思想
37。 

五、 儒道的終極關懷 

當代中國哲學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文化的開端是著眼在人的生命，因為重視

生命，不僅重視關懷自家個人的生命，更包括了人類群體的生命，所以重視德

行。德行這個觀念只有在關懷我們生命問題的時候才會出現。我們說關心我們的

生命並不是關心我們是如何生出來的，或者我們的細胞和生理機能為什麼是這樣

的安排這一類的問題，而是從知識的態度跳出來提高到心靈精神生命這一層。這

種對生命的關懷，並不只是物質層面上的。物質層面上的飲食男女固然重要，但

是中國哲學並不專注在這個方面，而是在生命的安頓―也就是關注在人之真實存

在的問題之上。這樣的注意與關心可以稱之為對人之「終極關懷」。 

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原是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的用語。

田立克是一位德裔美國基督教存在主義哲學家、路德教派的神學家，他是二十世

紀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中的一位。所謂終極關懷，依照田立克的解釋，是有關

我們的「存在」(being)，這個「存在」不是吾人的物質生命或是情慾生命，也不

是指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存在，而是指整個人類的存在目的和意義。人類全心全意

關注的是其真實存在的整體，而這整體在時間和空間中被打亂了。人類無條件地

關心決定其存在的一切因素，而不僅僅關注自身及其周圍的一切條件。人類最終

關心的是那些超越一切初步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而決定其最終命運的事物38。 

傅偉勳教授是中國哲學界首先使用「終極關懷」一詞來界定「宗教」的學

者。他認為宗教的成立有四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即包括終極關懷(ultimate 

 
37 參見：牟宗三，1986：13-18。 
38 Tillich, 196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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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終極真實 (ultimate reality/truth)、終極目的 (ultimate goal)、終極承諾

(ultimate commitment)等相互關聯的四項39。雖然，後來他又提出了構成宗教的十

項要素說（十項要素，還包含開創人格、基本聖典、解脫進路、世界觀、人生

觀、精神共同體等），實際上還是以前四項為核心所展開，其他要素可以納入到

這四項要素之中40。因此「終極關懷」一詞，乃是用來指稱信仰活動是終極關懷

的狀態，積極地對終極生死問題的凝視與關注，經由高度精神力量無限超拔，獲

得生命的轉迷開悟，體會了生死智慧。各個宗教與哲學都有其自成理路與實踐的

終極關懷，帶出了「終極真實」的義理系統。「終極真實」具有永恆、絕對等性

質，對於終極真實的主體性體認，乃是保證每一單獨實體能在精神上超克死亡，

或徹底解決生死問題的真正理據或根據。 

儒家作為一兼具超越意義的思想系統，雖然是以哲學為主，但對生命的終極

意義也有其一貫的陳述。依儒家的義理，生命之終極意義是表現人之為人的價

值，這即是道德的表現。但人之生命與現實的環境也有相逆相順的情況，而常不

能如人之所願，對於人之道德實踐，現實之回報也常不如理，有德者不一定有

福，有福者更不一定有德，此所謂德福不一致的遺憾和問題。例如《論語‧雍也

篇》所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又如同樣見於《論語‧雍也篇》所載：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冉伯牛與顏回同列於孔門德行之列，然而一個身患不治之疾，另一位則是短命而

死，聖人亦無可奈何，只能歸諸非人力所能為力的限制，與人之賢愚不肖無關。

人所能為力者是其自律道德的表現，但生命之順逆卻不在自力的範圍之內，因而

有「命」的概念。儒家言命有二義：義理之命與命限之命。義理之命即天命，是

指人之天職，即人之道德上所應為之份內事。這也是孔子所說「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的精義。命限之命是統指外在之限制，此指

人類在氣命上的遭遇，而這卻常是人類所不能掌握的。因此，在道德實踐之中乃

有命限之問題。人如何在與命限相順相逆中使一己之生命不遭橫逆，固然可以有

 
39 傅偉勳，1996：1-23。 
40 傅偉勳，1993：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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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的思考，但由於宇宙變化之複雜性，不是人力所能了知和自主，因此，幸福

成為一超乎人類能力之外的事。這一命限常引向宗教的祈願，但儒家不向宗教意

義的天走，反而落在人的生命自身而面對之，這即是人類如何在有限生命的一生

之中安身立命的課題。 

《莊子‧養生主》當中，亦有類似的思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

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對於原始儒家和道家來說，由於宇宙人生的複雜多變，有吾人無法瞭解且也無可

奈何者，對儒家而言，那是一種「命」，對道家則是一種「時（或說是『時

命』)」。浪費自家生命而去緊緊糾結在此，實在是沒有必要。莊子也說：「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

而不辯。」（莊子‧齊物論）。人生宇宙之間是否應該有上天給予公平公正的待

遇，並不是儒道二家關心的重點。他們關切的是如何在人為造作的不公不義環境

中，給予每一個人恰如其分地生活的安排與生命的安頓，那些非人力所能掌握的

富貴壽夭死生窮達，只能以「缺憾還諸天地」的態度，將之看破放下而已！追問

天道是否真的「福善禍淫」，人的生命之中是否真有「因果業報」，這都是不能與

儒道二家的關懷相切合的！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但是憂患並非杞人憂天，亦非患得患失。最早

討論憂患意識作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是徐復觀先生。「憂患意識」一詞是

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首先提出，而且他認為主要是受《易

傳》所啟發。《周易‧繫辭下》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

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

易之道也。」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可見《易傳》作者很可能處於離亂艱難之世，因此產生出強烈的憂患意

識。徐復觀先生特別將它標舉出來，視為我國古代文化的重大特質：「希臘哲

學，發生於對自然的驚異；各種宗教，發生於對天災人禍的恐怖；而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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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生於對人生責任感的憂患。」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也提

出：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坦蕩蕩，並非君子無憂無懼，君子

憂的不是個人財貨的不足，而是德之不修、學之未講，他的憂患是終生無已，沒

有停止的境界41。聖人的憂患意識，是由萬物生育不得其所而產生，進而引發

「臨事而懼」的認真負責的態度，從認真負責的態度再引發戒慎恐懼的「敬」的

觀念，擴充成悲天憫人的情懷。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的動力概括為「憂患意識」，在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深刻的

影響。他將「憂患意識」當作對困難的責任感，一種自我意識，不同於恐懼帶來

的對外在力量的依賴，是自我覺醒的表現。同時，「憂患意識」的自我意識首先

來自對社會的責任感，是個人意識到要承擔社會的責任，在社會中實現個人價

值。徐復觀說： 

憂患意識，不同於作為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絕望。……憂患與恐怖、絕

望的最大不同之點，在於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

思熟考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

密切關係，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來的

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

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

現。42 

由此，「憂患意識」超越了個人對生存的恐懼，憂患中的個人命運從一開始就同

族群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它促使個人把自我的價值同整個族群價值聯繫在一起。

徐復觀推重「憂患意識」，強調其具有的理性自覺和人的主體意識的張揚，將其

作為中國人現代意識的原發之所。 

六、 結論：《原人論》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的影響與價值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至宗密時代歷經了七、八百年之久，佛教雖然

來自印度，但其成熟和發展是在中國完成的，它既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又豐富

了中國傳統文化。從東漢經過南北朝時期，佛教發展迅速，寺院林立，唐代詩人

杜牧（公元 803－852 年）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足見當時

佛教的盛況。隋唐時期，佛學成熟，信徒日眾，宗派林立，直到天臺、華嚴和禪

宗三個中國本土宗派次第成立，中國佛教步入鼎盛時期，但也達到了巔峰，難以

 
41 牟宗三，1986，頁 14。 
42 徐復觀，2001，頁 18-19。 



350 202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再有所創新突破。另外從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來看，除佛學（教）之外，隋唐時代

的中國傳統哲學並無明確有系統的理論出現，而李翱和韓愈有關儒學的作品對比

先秦儒學亦非是特具有原創性，大抵可視為儒學思想企圖振作逐漸復興的嘗試，

直到之後的兩宋才有「理學」（新儒學）的出現。 

宗密自謂：「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致內外，以原自身」43。他治學廣博，

兼通儒釋（所謂內外之學）思想進而發掘自我、完善自我、拯救世人為最終目

的。雖然如此，宗密他基本的精神依然是佛教的，是「捨離」導向的，是以振興

發揚全部佛教為己任的44，與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有了根本上的區別。儒學不是

憑空玄想的形而上學，而是與現實世界互動的思想系統。儒家思想，乃從人類現

實生活的正面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想。他不能逃向自然，不能逃向虛無空寂，也不

能沉浸於觀念的遊戲，更沒有任何其他勢力的庇護可走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

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以擔當人類現實生存發展的命運。 

從前面的討論得知，宗密的《原人論》專據佛教教義立論，對儒道二家的評

論由於三者之「終極關懷」不同，而且有儒家之「憂患意識」、道家之「遯世意

識」與佛家之「苦業意識」之差異，致使宗密對儒道之批評顯得不夠有力，其對

習儒道者斥之為「迷執」未免太過。尤其對儒家來說，面對人生的種種苦難畢竟

是無可迴避之事，因此如何使人與萬物「各正性命」，使其都能夠獲得自己特有

的性命、存在的價值和應有的位置，因此儒者自有其治國平天下的想像和藍圖，

所謂「內聖外王」或「尊德行，道問學」（中庸），亦即是孔子所說「下學上達」

的功夫（論語・憲問篇），這些恐怕是宗密難以體會者。中國自秦漢以來即是一

個大一統的廣土眾民的國家，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必須有賴於一個龐大的、基本上

是由儒家士人支撐起的行政官僚體系維持其運作，而其治國理政的邏輯思維在歷

史上並非道釋二家所能為力。宗密嚴格批評當時佛教界的爭論，同時也將儒道二

教也會通於自己的思想之內，其目的恐怕在於統合即將失去國家政權保護之混亂

的佛教界，以確立日後中國佛教的新方向45。由中國哲學發展的歷程來說，中國

傳統儒道哲學到了唐代已然走到了剝極而復，貞下起元的機運，李翱與韓愈首開

其端，宗密的《原人論》接踵其後，下開宋明儒學的先聲46，宋明儒學廣泛吸取

儒道二家的思想精粹，開出心性之學，繼而成為當代我國「新儒家」如牟宗三先

生等之道德形上學之嚆矢47。 

 
43 宗密《原人論序》。 
44 見：魏道儒，2009，頁 181。 
45 參閱：木村清孝 著，李惠英 譯，2022，頁 217-223。 
46  論者有言曰：「《華嚴原人論》會通儒道，堪稱宋代道學之先聲。」見：賴永海主編，2010，有

關「華嚴五祖宗密及其思想」一節的討論。 
47 錢穆，1976：10。有關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學」相關問題參見：吳啟超，2016；廖曉煒，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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